
　　　　　

第 ３７ 卷　 第 ３ 期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３
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Ｓｅｐ． ２０２６
􀪉􀪉􀪉􀪉􀪉􀪉􀪉􀪉􀪉􀪉􀪉􀪉􀪉􀪉􀪉􀪉􀪉􀪉􀪉􀪉􀪉􀪉􀪉􀪉􀪉􀪉􀪉􀪉􀪉􀪉􀪉􀪉􀪉􀪉􀪉􀪉􀪉􀪉􀪉􀪉􀪉􀪉􀪉􀪉􀪉􀪉􀪉

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意见”
对国际渔业法的解释、效应及其遗留问题

郭剑萍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２ 条的解释，将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义务引入渔业资源的养护与利用，这意味着各缔约国在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第 １１７ 条至第 １１９ 条项下义务时，必须充分考量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带来的影响，这不仅包括

在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利用和养护渔业资源时，须依据再分布后的鱼类种群状况评估可捕捞量与养护措施，也包括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就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海鱼类种群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 然而，面对气候

驱动的鱼类种群再分布这一核心难题，法庭的释法仍存在局限。 法庭未能进一步澄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的

合作义务、最优利用义务及《鱼类种群协定》项下的兼容性义务，这些制度空白仍是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渔业资源多

边治理危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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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造成了巨大影响，这其中不仅包括海洋升温与海洋酸化对海洋生物

造成的直接影响，还包括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整体性破坏。 对渔业资源而言，气候变化影响鱼类种群的生

理性征、生长速率及空间分布，①因此给渔业资源的利用与养护管理带来了更大威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简称 ＩＰＣＣ）以高级可信度②指出，气候变化导致海洋渔业

资源重新分配，这加剧了各国在渔业资源跨境管理过程中产生冲突的风险；特别是海洋升温导致鱼类种群整

体呈现从低纬度热带海域向高纬度极地海域迁移、向更深水层移动及跨界移动的复合趋势，这种空间分布格

局的剧烈变化，不仅威胁特定沿海国的粮食安全与渔业生计，更对高度依赖“静态地理分布”的传统国际渔

业法律秩序提出了颠覆性挑战，极大地增加了各国在渔业资源的跨境管理过程中爆发冲突的风险。③ 而面

对气候变化驱动下鱼类种群再分布的动态化与法律边界静态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渔业资源多边治理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规则赤字”，极大地催生了跨境多边合作的紧迫需求。
多个国际司法机构认定渔业资源是海洋环境的核心组成要素，④考虑到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造成的影

响，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简称“气候变化咨询

意见”）中作出了重要论述。 国际海洋法法庭指出，各缔约国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称《公约》）
第 ６１ 条制定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时，负有将海洋升温和海洋酸化对鱼类种群的影响纳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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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量的法定义务。① 同时，国际海洋法法庭将这一义务延伸至《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第 １１７ 条至第 １１９
条，即各国在履行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海鱼类种群的养护和管理的合作义务时，也应考虑气

候变化对目标鱼类种群及共同开发国的影响。②

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上述义务的阐释，为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渔业秩序的冲击奠定了重要的规范性基础。
此前，国际渔业法体系在应对气候治理时存在显见的制度缺口。③ 气候变化导致渔业资源重新分布，各国在

开发与养护之间缺乏协调，且国际渔业法并未明确要求各国采取减缓或适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④ 此次

“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缺，国际海洋法法庭明确指出《公约》项下的海洋环境保护

与保全条款可适用于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并确立了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或依托区域多边机制

采取主动的气候减缓与适应措施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国际海洋法法庭指出，《公约》第 ６１ 条和第 １１９ 条构成了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规范依

据，旨在养护因气候变化与海洋酸化而受到威胁的海洋生物资源。⑤ 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将《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和第 １１８ 条重构为在气候危机下的多边合作义务，要求各国必须直接或间接通过相关国际组织

就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海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工作展开合作。 这些条款特别要求各缔约

国在采取必要且有效的措施以协调推进共享渔业资源的合理养护与适度开发的同时，须兼顾气候变化、海洋

酸化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的影响。⑥

当下，气候变化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与国际法体系交融。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美洲人权法院发布

了有关气候紧急状态与人权的咨询意见；⑦同年 ７ 月，国际法院发布了气候变化咨询意见。⑧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正式生效，
其同样规定，缔约国负有养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义务，且在义务履行过程中应考虑气

候变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日益加剧。 咨询意见的密集发布引发了国际法学界的广泛讨论。 然而，现
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三份咨询意见内部的互相关系，以及三大国际司法机构在其咨询意见中的释法逻辑与应

对思路的协同，其中尤以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国际法院对《公约》第 １９２ 条趋同解释的讨论最为热烈。⑨ 跳出

这一宏观视域，从外部视角审视咨询意见对特定领域，尤其是对国际渔业秩序所产生的实体法外溢效应的研

究尚显薄弱，因国际法院与美洲人权法院均未探讨渔业与气候变化的具体关联，􀃊􀁉􀁒因此，系统性地评估国际

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的观点对国际渔业法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笔者将从这一最新司法实践出发，采取多维的研究路径。 首先，考察气候变化对鱼类种群

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和给传统静态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制度带来的复合挑战。 其次，梳理现行国际渔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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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５．
Ｓｅｅ Ｒｏｚｅｍａｒｉｊｎ Ｒｏｌａｎｄ Ｈｏｌ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Ｊ ａｎｄ ＩＴＬＯ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Ｒｅａｄ 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 Ｖｏｅ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ｂｌｏｇ （ 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ｖｏｅ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ｂｌｏｇ． ｏｒｇ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 Ｍｉｔｃｈｅｌ Ｌｅｎ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０： ８１７， ｐ．８１９（２０２５）；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５， ｐａｒａ．３３６⁃３５４．

国际法院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完全没有提及渔业；美洲人权法院在关于气候紧急情况和人权的咨询意见中对渔业（第 ８０ 段至第 ９９
段）和渔民生计（第 ６０５ 段至第 ６１３ 段），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相关情况（第 １１４ 段）进行了讨论。 美洲人权法院作出如下要求：一是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脆弱性，特别是海洋和沿海系统的脆弱性进行研究，同时对捕鱼损失进行经济评估（第 ４９９ 段）；二是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衡量国家各
项战略措施的实施进展，特别是与渔业有关的战略措施（第 ５０８ 段）；三是设计和实施相关战略和政策，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正过渡，解决工
人流离失所和潜在的失业问题等，这些工作都与渔业活动有关（第 ４４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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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框架，包括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养护义务和各国对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海鱼类种

群所负有的各项养护义务；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对上述义务的

解释。 鉴于各国际司法机构此前在具体的纠纷中从未直接适用过这些核心渔业条款，这里也将重点探索

“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给各国在不同海洋分区、以不同法律身份履行开发与养护义务带来的潜在变革效应，
以期为多边渔业治理机制的整体调适提供坚实的解释学支撑。

一、气候变化对鱼类种群与渔业资源管理的影响

气候变化引发的连锁反应已对全球渔业资源的管理造成颠覆性冲击。 ＩＰＣＣ 在其报告中以极高级可信

度证实：“海洋变暖改变了海洋生物的生理机能，进而影响其生长速率、迁徙路径、空间分布、种间竞争、存活

效率与繁衍机能。”①除暖化带来的直接生理影响外，海洋酸化还对珊瑚礁、贝类床等关键海洋生物栖息地造

成毁灭性侵蚀，破坏了鱼群赖以生存的繁殖与摄食场所，这种栖息地退化给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带来严重

的间接威胁。② 在上述多重生态胁迫的共同作用下，许多低纬度热带海域的鱼类种群生物量出现明显下降

趋势，同时许多鱼类种群为了寻找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被迫向更高纬度的极地海域迁徙。③

气候驱动的鱼类种群再分布直接冲击了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传统养护与开发规制框架。 实证研究表

明，受海洋变暖和酸化影响，全球多个地区的渔获量显著下降。④ 然而，气候变化并不当然导致所有沿海国

的渔获量下降。 随着部分鱼群向高纬度海域迁移，加之海冰消融释放出新的通航与捕捞空间，极地周边海域

迎来了新的捕鱼机遇，但这也给极地周边各国带来了新的养护协作挑战。⑤ 此外，在地理维度上，鱼类种群

除了向高纬度海域迁移外，还伴随显著的东移特征，这在太平洋海域表现最为突出。 例如，未来黄鳍金枪鱼

的数量在东太平洋热带海域会有所增加，在西太平洋赤道海域则有所减少。⑥

依据《公约》构建的海洋分区，气候变化引发的鱼类种群的再分布，可以依据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及

公海中的不同表现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单向迁入型，即“有进无出”，指有更多数量的现有鱼类种群或现

有鱼类种群外的新的鱼类种群迁徙进入某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且该区域内现有鱼类种群并无迁出趋势。 第

二种，复合双向型，即“有进有出”，指有部分鱼类种群迁出某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并进入周边其他国家的专属

经济区或公海，同时有更多数量的其他现有鱼类种群或新的鱼类种群迁徙涌入。 第三种，单向流失型，即
“有出无进”，指部分鱼类种群迁出一国专属经济区，而该区域内无更多其他鱼类种群的迁入以填补生态位

与捕捞缺口。 总体而言，海洋变暖引发海水整体缺氧及海洋氧量层化⑦，叠加海洋热浪⑧、海洋酸化引发的生

物机能失调⑨，使得鱼群种类和数量总体呈下降态势。
全球渔业资源长期受过度捕捞困扰，开发与养护本就处于失衡状态。 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则进一

步加剧危机，致使传统多边渔业治理面临更为严峻的结构性挑战。􀃊􀁉􀁒 由于鱼类种群的空间迁移并不受人为

设定的海域束缚，其新迁徙活动频频打破既定的海域划分，在不同沿海国管辖海域或不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管辖海域之间迁徙移动。 此时，如仍遵循既定的渔业资源分配模式和配额协议，极易因为渔业资源的分配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ＩＰＣ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２：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３， ｐ．４００．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 Ｓａｂｉｎ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Ｆｅｅｌ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Ｓｉｎｋ ｆｏ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０５： ３６７， ｐ．３７０（２００４） ．
Ｓｅｅ ＩＰＣ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２：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３， ｐ．７６６．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 Ｆｒ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Ｔ． Ｔｈｏ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６３： ９７９，

ｐ．９７９⁃９８３（２０１９） ．
Ｓｅｅ Ｅｒｉｋ Ｊ． Ｍｏｌｅｎａａｒ， Ｔｈｅ ＣＡ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Ｌａｗ， ｉｎ Ｔｏｍａｓ Ｈｅｉｄａｒ ｅｄ．， 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ｉｒ⁃

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２０， ｐ．４４６⁃４４７．
Ｓｅｅ ＩＰＣ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２：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３， ｐ．７６６．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ＴＬＯＳ 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ａ．５８．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ＴＬＯＳ 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ａ．６２．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ＴＬＯＳ 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ａ．６１．
Ｓｅｅ Ｅｒｉｋ Ｊ． Ｍｏｌｅｎａａｒ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ｄｄ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Ｌａｗ：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ｄｄｅｌｌ ＆ Ｅｒｉｋ Ｊ．

Ｍｏｌｅｎａａｒ ｅｄ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Ｌａｗ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 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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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诱发利益冲突，①加之该过程中鱼类种群数量整体也呈下降趋势，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国家间发生争端的

风险也随之增加，导致现行有关渔业治理的权利分配格局因面临巨大压力而难以维系。②

二、国际渔业法项下渔业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

现行国际渔业法律体系主要由以下国际条约法构成。 《公约》是构建国际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
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国际法律文件。③ 此后，以《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简称《鱼类种群协定》）为主导的执行

协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制定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协定》（简称

《遵守协定》）与《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简称《港口国措施

协定》），以及粮农组织出台的一系列无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④与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在技术和制度层

面深度细化了国际渔业治理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共同构成对《公约》规定的补充与延展。
《公约》划分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公海等不同的海洋区域，并在各区域设定了差异化的渔业资

源相关权利与义务。 沿海国对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渔业资源享有完全主权权利，该项权利仅受一般国际

法和《公约》其他规定的约束。⑤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各国均享有捕鱼自由，但该项自由并非毫无节制，
而是受到《公约》项下多边养护与管理机制的刚性制约；同时，根据《鱼类种群协定》第 ８ 条第 ４ 款，在公海捕

鱼的各国必须通过加入相关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遵从其养护和管理措施来履行国际法责任。
下文将首先厘清各国在其管辖范围内海域承担的渔业资源养护与开发相关义务，随后系统性梳理多边

主体在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海鱼类种群的养护与开发方面的协作机制与承担的法定义务。
（一）《公约》项下的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相关规定

《公约》规定，沿海国对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渔业资源享有完全的主权权利，同时应履行养护与管理渔

业资源并促进其得到最优利用的义务。⑥ 依据《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２ 款，沿海国应当为本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渔

业资源制定合理正当的养护与管理措施，以防止过度开发。 在具体执行中，沿海国须利用现有最佳科学证据

来核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可捕量，确保捕捞活动维持在最大可持续产量所能支持的合理水平，以保障鱼

类种群的可持续发展。⑦ 同时，在测算与核定可捕量的决策过程中，沿海国不仅应聚焦目标鱼类种群，还须

系统考虑捕捞活动给目标鱼类种群的关联物种、依赖物种带来的生态外溢效应。⑧

此外，《公约》第 ６２ 条确立了旨在促进渔业资源得到最优利用的共享机制。 该条规定，沿海国在没有能

力捕捞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应当通过双边或多边安排，对外共享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以实现资源

的最优利用。 这意味着沿海国应当允许其他国家捕捞其可捕量中的剩余额度。 在分配剩余额度捕捞权时，
沿海国应综合考虑多重因素，例如剩余渔业资源对周边国家的重要程度，发展中国家、内陆国或地理不利国

的发展需求，以及长期在该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外国渔民相关经济利益。⑨ 尽管如此，这一最优利用条款在

实践层面并未得到充分落实。 由于《公约》赋予了沿海国极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捕捞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许多沿海国通过策略性地将本国捕捞能力上限等同于最大可捕量，从而制造出零剩余额度的规则假象，在事

实上规避了对外贡献资源的义务。􀃊􀁉􀁒

除了设定各国在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养护义务外，《公约》针对跨界分布于多国专属经济区、公海内的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王传良、艾汇钰：《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海洋渔业争端案例分析、制度检视及中国因应》，载《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第 １３ 页。
Ｓｅｅ Ｅｒｉｋ Ｊ． Ｍｏｌｅｎａａｒ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ｄｄ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Ｌａｗ：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ｄｄｅｌｌ ＆ Ｅｒｉｋ Ｊ．

Ｍｏｌｅｎａａｒ ｅｄ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Ｌａｗ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 ｐ．４．
参见张晏瑲：《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发展》，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２３⁃４６ 页．
如《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关于防止、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国际行动计划》。
参见《公约》第 ２ 条。
参见《公约》第 ５６ 条第 １ 款、第 ６１ 条、第 ６２ 条。
尽管《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３ 款仅要求捕捞鱼类种群维持在最大可持续产量水平，但随着《鱼类种群协定》引入预防性原则，该项义务逐

步得到深化。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５，
ｐａｒａ．２０８．

参见《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４ 款。
参见《公约》第 ６２ 条第 ４ 款。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ｒｏｅｌｓｓ 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 Ｈ． Ｂｅｃｋ·Ｈａｒｔ · Ｎｏｍｏｓ， ２０１７，

ｐ．４９７⁃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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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设立了专门的多边协调制度。① 根据《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１ 款，当某一鱼类种群或

多个鱼类种群分布于两个及以上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时，相关沿海国应当协商一致，共同制定该类渔业资源

所需的养护措施。 对于跨越专属经济区与邻接公海的跨界鱼类种群，《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２ 款要求沿海国须

与在公海捕捞该渔业资源的船旗国达成合作协议，包括直接达成协议或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达成协议，共
同保障高流动性资源的养护。

与此同时，《公约》第 ６４ 条规定，沿海国及其国民在从事高度洄游物种捕捞活动时，应当与其他国家开

展全域的养护合作，以促进这些资源得到最优利用。 最后，《公约》第 １１７ 条至第 １１９ 条规定了公海海域内

各国普遍的合作义务，要求所有开发利用公海渔业资源的国家开展协同合作，共同推进公海资源的养护与可

持续利用。
（二）《鱼类种群协定》项下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相关规定

《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第 １１７ 条至第 １１９ 条所确立的广泛合作义务，在《鱼类种群协定》中得到了进

一步阐释与完善。 《鱼类种群协定》第 ８ 条明确了各国可通过加入、组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与已有的区

域渔业管理组织开展合作履行其在《公约》项下合作义务，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由此成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核心实施载体。 《鱼类种群协定》不仅推动了在渔业资源丰富但缺乏监管的海域建

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②更在客观上倒逼既有的多边渔业管理组织进行职能转型，并将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

引入国际渔业法体系。③ 其中，核心转型是将预防性原则、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制度化为多边养护的基本行为

准则，以及将长期可持续性养护确立为渔业资源管理的总体目标。④

具体而言，《鱼类种群协定》第 １０ 条详尽赋予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一系列硬性规制职能，包括但不限

于：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辖范围内的渔业资源以最佳科学证据为基础厘定可捕捞量与配额分配、制定养护

与管理措施、协商确定各参与方的准入机制与参与性权利、构建系统化科研数据收集评估网络及设计高效透

明的多边决策机制。 此外，《鱼类种群协定》创制了兼容性义务，要求沿海国管辖海域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海域二者间渔业规则相互兼容，并构建了保障渔业规则能够得到遵守与执行的相关制度。⑤

（三）粮农组织框架下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相关规定

除了《公约》《鱼类种群协定》等条约法体系外，粮农组织在细化和巩固全球渔业法治方面同样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粮农组织通过硬法条约与软法指南的多元规制组合，系统填补了《公约》的微观规范空白。
例如，具有约束力的《遵守协定》强化了船旗国对本国公海捕捞船舶的管辖与实效控制责任。 《港口国措施

协定》则创新性地动员港口国执法力量，构筑了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坚实网络。
在软法层面，粮农组织出台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一系列国际行动计划⑥虽无强制法律约束力，但

已实质性地引导了各国及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国内立法与多边实践，为特定物种和捕捞技术提供了规范

化技术路线。 具有前瞻意义的是，《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已敏锐地触及气候变化对渔业的系统性冲击，呼
吁各国提升必要的研究能力，以更科学地评估气候和环境变化对渔业资源及水生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⑦

此外，粮农组织制定的《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指南》（简称《深海渔业指南》）对深海渔业的探查工作

出了具体规定，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约》项下相关规范空白。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粮农组织庞大的规范网络中，目前针对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的政策文件

仅有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保障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小规模渔业可持续发展自愿准则》。 该准则第 ９ 条围

绕“灾害风险与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威胁，为各国提供了有限的协同调适机制与防灾减灾路径，其中包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第 １１７ 条至第 １１９ 条。
例如 ２００１ 年成立的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２０１２ 年成立的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２０１５ 年成立的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例如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通过的第 １５⁃１１ 号决议（生态系统方法）、第 １５⁃１２ 号决议（预防性原则）和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通

过的第 １２ ／ ０１ 号决议（预防性原则）。
参见《鱼类种群协定》第 ５ 条、第 ６ 条。
参见《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第 １０ 条、第 １１ 条、第 １７ 条、第 １８ 条至第 ２３ 条。
包括《关于防止、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国际行动计划》《鲨鱼养护与管理国际行动计划》《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

计划》《减少延绳钓渔业中误捕海鸟国际行动计划》。
参见《负责任渔业行为准则》第 １２．５ 条。



第 ３ 期 郭剑萍：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对国际渔业法的解释、效应及其遗留问题 ３１　　　

与后文所讨论问题相关的协同合作策略。
综上所述，历经数十载演进，国际渔业法已形成一套以《公约》为基础、以《鱼类种群协定》及粮农组织多

维条约规范为骨干的、相对完备的规制体系。 然而，由于传统规则高度依附于静态地理边界，在面临气候驱

动型鱼类种群的再分布变局时，整套治理机制正面临内部与外部的多重挑战。 在此背景下，各国与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义务亟须进一步明晰。① “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为突破这一困局提供了释法空

间，为上述义务提供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解释与适用路径。

三、“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对国际渔业法的重塑效应

气候变化及其次生生态危机给既有国际渔业法律制度带来极大挑战。②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

咨询意见”中强调，《公约》第 １９２ 条项下保护与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要求各国须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海洋

环境造成的影响。③ 第 １９２ 条作为“母条款”，与第 ６１ 条、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第 １１７ 条至第 １１９ 条存在融贯的

互补关系，共同架构起《公约》框架下气候调适型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机制。④ 国际海洋法法庭还特别强调，
第 １９２ 条规定的义务为勤勉义务，要求各国秉持审慎尽责的态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海洋环境。⑤ 基于

此，笔者将解构国际海洋法法庭在上述规范竞合路径下的司法释义逻辑。
（一）对各缔约国渔业资源养护义务的普遍规制效应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明确指出，《公约》第 １９２ 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抵御气候变化

和海洋酸化对海洋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以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其中包含气候变化相关条约所述的减缓和

适应措施等，⑥且该义务是一项标准严格的勤勉义务。⑦ 除此之外，第 １９２ 条还体现出特有的双重治理路径。
一方面，其要求各国积极作好预防控制工作，以前瞻性地阻断、降低未来潜在的海洋环境损害；另一方面，针
对海洋环境现状及已发生的损害，其要求各国维持现状或采取改善措施。⑧ 国际海洋法法庭称《公约》
第 １９２ 条这种双向互补的规范意涵，不仅能够长效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的多样性、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
亦可依托海洋环境修复举措，助力减缓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海洋生态养护与气候治理的协同推进。⑨

鉴于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管理构成了《公约》第 １９２ 条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义务实质性、不可分割的

有机部分，􀃊􀁉􀁒“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的规范效力必然全方位地渗透至国际渔业法体系中。 这在渔业实践中也

会产生预防损害与促进调适的双向要求。 换言之，从保护维度出发，一方面，各缔约国有义务保护渔业资源

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应在捕捞过程中避免因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新的损害；另一方面，所有国家在渔业资

源管理与捕捞活动中，应采取长久性和适应性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第 １９２ 条的地理适用范围具有全域性。 这一义务不仅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还适用于国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Ｅｒｉｋ Ｊ． Ｍｏｌｅｎａａ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Ｌａｗ， ｉｎ Ｅｌｉｓｅ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Ｓｉｇｎｅ Ｂｕｓｃｈ ＆ Ｉｎｇｖｉｄ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２６５．

参见冯寿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四十年：旧制度与气候变化的新挑战》，载《河北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１５ 页。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ＴＬＯＳ 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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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范围外的公海。 这意味着，无论缔约国以沿海国还是船旗国身份捕捞渔业资源，均须遵循该普遍义务的

价值引导。 鉴于这一义务在跨海洋分区、跨身份运作时的复杂性，“气候变化咨询意见”进一步强调，《公约》
其他条款、《鱼类种群协定》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对协助缔约国履行上述义务、厘清各国应

采取的养护措施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①

（二）对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养护义务的规则调适

研究表明，到 ２０３０ 年，全球有 ２３％的跨界鱼类种群分布将发生变化，高达 ７８％的专属经济区将直面至

少一类主力鱼类种群的分布变化；到 ２１ 世纪末，４５％的种群分布将发生变化，８１％的专属经济区将直面至少

一类主力鱼类种群的分布变化。② 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鱼类种群再分布，“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国际海洋

法法庭根据《公约》第 ６１ 条，强调了各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再分布的渔业资源进行养护与管理的必要

性。 葡萄牙、智利等沿海大国及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在各自提交的书面陈述中高度趋同地

指出，《公约》第 １９２ 条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石规范，其具体义务内涵由《公约》其他相关微观条款进行实

效补充，这一解释路径对气候危机下的专属经济区渔业治理同样适用。③ 国际海洋法法庭后续也在“气候变

化咨询意见”中采纳了这一观点。④

在《公约》第 １９２ 条的从属性义务中，第 ６１ 条所设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义务的规范张力大为

增强。⑤ 国际海洋法法庭强调，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制定养护与管理措施的义务并非一项可自由裁量的

事项，⑥各国必须采取必要的积极调适与规制措施，保护本国管辖范围内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使其免受气

候变化影响和海洋酸化的系统性威胁。⑦ 国际海洋法法庭进一步阐述，尽管各国在确定渔业养护与管理措

施方面享有一定裁量空间，但该裁量权的行使受到严格规制，必须综合考量相关环境与经济因素，其中包括

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各类环境压力因素、鱼类种群迁移变化及相关举措对其他

脆弱群体和特别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⑧

国际海洋法法庭上述有关专属经济区内养护义务的阐述，给沿海国的传统渔业排他性特权带来了系统

性调适效益。 其核心影响主要体现于四个层面。 其一，鉴于气候变化对鱼类种群产生的普遍性消极影响，沿
海国原来的可捕量标准已逐渐丧失科学合理性。 沿海国有义务引入气候变化指标，重新审查、测算与弹性调

整其专属经济区的可捕量，尤其是某些明显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鱼类种群。 其二，《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３ 款

要求各国通过采取养护与管理措施维持或恢复被捕捞鱼类种群的数量。 由于气候变化引发了种群迁徙，此
项义务要求各国重新评估其养护与管理措施与种群再分布的时空适配性，尤其是鱼类种群再分布后这些措

施的正当性，防止基于历史措施而产生过度捕捞。 其三，气候驱动的鱼类种群迁移往往伴随其依赖物种或关

联物种的并存性迁移，由此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催生新的生态关系，并激活了《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４ 款项下

对非目标物种保护的义务。 国际海洋法法庭据此特别指出，各国应在渔业治理中贯彻生态系统方法，研判捕

捞模式及其对整体生态链的影响。⑨ 其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５ 款所设信息交换义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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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大为拓宽，沿海国现需定期提供、交换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渔业资源相关监测数据，并依托现有最佳科学证

据，指导制定更佳的养护与管理措施。①

前述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各项义务的解释，在不同的气候迁移场景中会呈现出差异化的适用结果。 例如，
某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特定鱼类种群因气候变化发生迁移而导致规模持续减少，沿海国若僵化执行原可

捕量及依据原养护与管理措施开展捕捞活动，则无法满足《公约》第 ６１ 条各项规定，违背最佳科学证据的要

求。 此时，沿海国必须同步调整可捕量标准与配套养护管理措施，以实现对现存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相

反，若某沿海国意外成为高纬度迁移的受益国，大量新型鱼类种群或更多数量的现有鱼类种群迁入，但该国

捕捞能力未同步扩充，依据《公约》第 ６２ 条第 ２ 款，该受益国负有向其他国家开放剩余捕捞额度的义务。 值

得注意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并未提及并讨论第 ６１ 条与第 ６２ 条之间的适用衔接关系，亦未回应并化解因气

候变化引发渔业资源再分配而诱发的分配不公问题。
（三）对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养护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及公海鱼类种群的效应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明确，各缔约国依据《公约》第 １９２ 条在履行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和第 １１８ 条规定的合作义务时，也应当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② 国际海洋法法庭进一步指出，根据

《公约》第 １１９ 条，船旗国在公海捕捞时，也应将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纳入考量。③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

作出该项解释时，援引了其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中的论述：“各国可直接展开合作，或依托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与共享同类种群洄游路线的非成员国协同治理，保障这些资源在整体地理分布范围或洄游区

域内得到全面的养护与可持续管理。”国际海洋法法庭认为，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因气候变化引发的鱼类种群

再分布，尤其是再分布后相关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措施。④

为促成上述义务的落地，国际海洋法法庭要求各国在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及第 １１８ 条的规范框架内秉持善

意进行沟通协商、采取必要且有效的治理措施，以协调和保障共享渔业资源的养护与开发工作。⑤ 国际海洋

法法庭强调，在这一协作中，预防原则与生态系统方法应作为核心方法，为应对气候变化给渔业资源治理带

来的各类问题提供指导。 尽管《鱼类种群协定》未明确涉及气候变化问题，但经过长期履约演进与实践发

展，《鱼类种群协定》已经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构建了完善的跨界鱼类种群与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管理体

系，且该规范框架可适配于气候变化引发的鱼类种群再分布问题。⑥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对预防原则在气候治理网络中适用内涵的实质性扩充。 国际海洋法

法庭将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纳入多边决策考量范围，明确将其界定为预防原则的内涵，着重凸显其制

度适用价值。 依据《鱼类种群协定》第 ６ 条第 ７ 款，当气候变化等自然现象对跨界鱼类种群或高度洄游鱼类

种群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当适用预防性原则加以应对。 在此情况下，《鱼类种群协定》要求各国积极采取规

制措施，避免因渔业活动加剧生态损害。 尽管该条款在制定时是为应对短暂且偶发的自然现象，但可以据此

进一步推断，各国须制定预防性管理措施，用以指导和应对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造成的持续且长期的影响。
纵观近年来全球多边渔业治理的实证图景，虽然各大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尚未正式将气候变化对渔业的

影响与预防性原则直接挂钩，但其实践正日益体现这一结合趋势。 鉴于气候变化驱动的鱼类种群再分布已

对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辖范围内的渔业资源造成实际影响，多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不仅通过决议确认了

这一事实，还将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问题纳入议程；还有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要求其内部的科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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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部门将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渔业资源评估范围。①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在 ２００９ 年率先通过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决议，在制度层面倡导并推进多边

气候科研，鼓励并提倡其缔约方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并呼吁在管理决策中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因素。② 随

后，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于 ２０１９ 年跟进，要求其缔约方考虑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并支持进一步的科学

研究。③ 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于 ２０２１ 年出台了包含长远规制蓝图的《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渔业与水产养殖战略》，
明确将针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措施与气候适应治理方案纳入其未来战略。④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全球多边渔业治理的气候转型呈井喷态势。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美洲间热带金枪鱼

委员会、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东北大西洋渔业

委员会、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等全球支柱性多边渔业管理组织均相继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决议。 这

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决议中确认了气候变化对国际渔业治理已造成的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带来的更大威

胁，并明确要求其内部科学机构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评估流程。⑤ 除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与东南大

西洋渔业组织外，主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均已完成了气候调适规则制定。 这表明，在气候危机背景下，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缔约方已承担起气候适应间接义务，即为评估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造成影响的科学机构提供

数据支持，并在制定区域养护与管理措施时将这些研究成果纳入考量。 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既
客观反映了各类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治理实践，也从国际法层面对此类实践

予以肯定。
（四）“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的遗留问题

尽管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通过对《公约》第 １９２ 条的扩张解释为多边渔业法秩序

打通了气候法治通道，但其在处理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次生冲突，即资源空间重新分布导致的规制真空、历史

配额硬化与制度竞合时，有三项核心渔业义务或未涉及，或未展开细化阐述。 国际海洋法法庭仅点到为止地

提及了合作、最优利用与兼容义务，但未进一步将其置于动态空间重组的现实语境下进行解释学细化。 然

而，这三大核心渔业义务恰恰是防范全球气候驱动型渔业冲突、破解多边规制失能困境的制度基石。 国际海

洋法法庭受“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小岛屿国家与国际法委员会所提问题的限制，并未对渔业治理相关议题

作出深入拓展属情理之中。 即便如此，倘若国际海洋法法庭能够进一步厘清渔业领域其他关联义务体系，可
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渔业资源再分布的冲击提供更为清晰、具体的指引。 基于此，笔者将通过规范解

释与案例解构，深入剖析国际海洋法法庭本可进一步澄清且相关解释亟待学术界补强的三大关键义务：《公
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与第 １１８ 条项下的合作养护与管理鱼类种群义务（简称合作义务）、《公约》第 ６２ 条和

第 ６４ 条项下的促进渔业资源最优利用义务、《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项下的兼容性义务。
１．合作义务（《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第 １１８ 条）
《公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和第 １１８ 条共同构建了横跨多个海洋分区的多边合作养护义务，旨在统筹跨界

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海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工作。 合作义务对于不同种类的渔业资源在要求

强度上存在差异：针对共享鱼类种群和跨界鱼类种群，各国应设法就必要的养护与管理措施达成一致；对于

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和公海鱼类种群，各国应展开合作以确保其养护与管理。 尽管在字面表述上，这些条款就

国家管辖范围之内与之外的合作提出了强弱有别的要求，但这些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均属于行为义务范畴，即
仅要求各国积极开展协商，并不强制各方必须达成有效协议。 对此，国际海洋法法庭还援引了其在“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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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中的论述，明确指出《公约》第 ６３ 条和第 ６４ 条所设的合作义务要求各国秉持善意进

行沟通协商、采取必要且有效的治理措施，统筹实现共享渔业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开发，并同步考量气候变

化与海洋酸化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① 针对公海领域的合作义务强度，国际海洋法法庭作出了

更为凝练的阐释，认定各国负有采取必要配套措施以养护受气候变化与海洋酸化侵害的海洋生物资源的法

定义务。②

尽管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上述论述已经对《公约》项下有关渔业资源的跨国合作义务作出明确界定，也指

出了各国磋商合作、协同管护的基本行为准则，但却并未回应在气候驱动鱼类种群再分布已对传统静态配额

体系造成威胁的情况下，如何规避合作流于程序而无实质规范实效的问题，尤其是各国应如何切实履行上述

合作义务。 即使《鱼类种群协定》第 １０ 条（ｂ）款明确要求，各国应就允许捕获量、捕捞水平的分配等参与性

权利达成协商一致，再分布后的渔业资源分配仍被视为国际渔业管理中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③ 仅靠宣

示性、行为性的“善意磋商”难以破解的法治困局，亟须司法机关通过司法释义予以回应。 即便是在海洋生

态环境较为稳定的时期，渔业资源分配谈判也错综复杂，气候变化引发的鱼类种群再分布则进一步激化了各

国利益矛盾，大幅提升国际合作的推进难度。④ 在海洋格局持续变动的背景下，谈判能力较弱的国家在争取

公平份额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这些态势充分说明，在鱼类种群再分布的情况下，对《公约》《鱼类种

群协定》等国际文件所规定的合作义务作出更详细、具体的解释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必要性。⑤

“东北大西洋鲭鱼资源分配大战”便是因合作义务规则模糊导致多边治理彻底失灵的教科书式案例。⑥

２０２５ 年、２０２６ 年有关东北大西洋鲭鱼捕捞配额的磋商结果一方面映证了跨国合作义务在跨界渔业治理中的

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直观暴露出这项义务在实践适用层面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鲭鱼

开始北移，大量鱼群进入冰岛和法罗群岛的专属经济区及其附近海域，诱发周边国家争先参与捕捞。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法罗群岛、英国和挪威就东北大西洋的鲭鱼资源管理达成了一份极具争议的三边协议，⑦约定东北

大西洋的鲭鱼资源由上述三方与冰岛、欧盟及格陵兰共享。 该协议事实上确定了法罗群岛、英国与挪威在东

北大西洋的鲭鱼资源配额，同时仅将总可捕量的约 ２８％留给其余三方分配。⑧ 但该缔约模式存在明显治理

弊端，即其余三方（冰岛、欧盟与格陵兰）只能被动接纳其并未充分参与谈判与规则设计的治理框架。 进入

２０２５ 年，法罗群岛、英国、挪威、冰岛、欧盟、格陵兰六方展开东北大西洋地区整体鲭鱼渔业资源的再分配磋

商，最后各方虽就区域内鲭鱼的总可捕捞量达成共识，但在各方分别享有的具体配额问题上彻底陷入僵局。
各方具体可捕捞份额的不确定极易导致多边捞捕行为实质上处于无序状态，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在协商谈

判过程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⑨

这一多边合作失能的局面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更趋恶化。 英国、挪威、法罗群岛和冰岛在欧盟和格陵兰未参

与协商的情况下，达成一份共识协议。􀃊􀁉􀁒 该协议第 ４．１ 条明确指出，尽管付出了大量磋商努力，六方仍未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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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全面且长期的渔业配额分配机制，在事实上承认合作不相容性导致配额协商机制彻底失效。 欧盟则

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共识协议是在未与其事先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①此举不仅会破坏各方在鲭鱼资源再

分布背景下分配的公平性，还会导致该区域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碎片化，最终造成东北大西洋鲭鱼资源总量

显著下降。②

这一激烈冲突充分印证了在动态生态变局下，《公约》项下的合作义务面对鱼类种群空间重构时缺乏对

具体行为限度的指引。③ 国际海洋法法庭未能在司法解释层面赋予合作义务更为具体的内涵、确立客观判

定规范，致使强权国家对海洋生物资源的无序捕捞更加难以遏制。
２．促进渔业资源最优利用义务（《公约》第 ６２ 条、第 ６４ 条）
气候变化引起的鱼类种群迁移可能导致原本栖息在某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鱼类种群迁移到邻国专属经济

区，据此可将资源流失一方界定为受影响国，资源新增一方则为受益国。 气候驱动的鱼类种群迁移最直接的

后果是在全球海洋分区中造成了环境正义视阈下的受影响国与受益国捕捞失衡。 在此格局下，受影响国往

往会认定此类资源变动结果缺乏公平性，因为鱼类种群迁移将直接致使本国渔民丧失维持生计的传统鱼类

种群。 而受益国在《公约》体系下，则可以享有开发这些渔业资源的权利。 这种失衡对《公约》中以促进资源

最优利用为轴心的养护分配体制提出了实质性质疑。
尽管《公约》第 ６２ 条并未明确提及渔业资源的公平获取问题，但公平性考量无疑是其项下促进鱼类资

源最优利用义务的核心内涵。④ 根据该条规定，各沿海国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总可捕捞

量盈余部分。 各国在开放共享过程中，需综合考虑多重影响因素，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对沿海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及发展中国家、内陆国与地理不利国家的渔业发展需求，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各国需要尽量降低长期在该

海域从事捕捞作业、为资源研究与勘探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所遭受的经济冲击。 《公约》第 ６４ 条在高度洄

游种群规制中同样重申了这一价值导向，要求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在实现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基

础上，推动渔业资源的最优利用。
气候变化驱动鱼类种群再分布的事实已然引发渔业冲突与矛盾，而如何公平分配变化后的渔业资源，则

在众多矛盾中居于核心地位。 部分国家依靠捕捞特定种类鱼群维系生计，一旦该鱼群洄游至他国管辖海域，
这些国家将直接失去对应的捕捞权利。 从制度设计视角而言，气候驱动的鱼类种群再分布所带来的治理难

题，与《公约》第 ６２ 条确立的专属经济区渔业治理范式所要应对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第 ６２ 条的立法本意在

于减少专属经济区设立后周边国家渔民无法继续获取原公海渔业资源而受到的经济损失。⑤ 唯一不同的

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渔业资源格局变动并非划分海域所致，而是源于鱼类种群自身的跨界迁移，受影响国渔

民会因该部分鱼类种群转移至他国管辖海域而被动丧失捕捞机会。
显然，《公约》第 ６２ 条与第 ６４ 条有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并非针对气候驱动

下的鱼类种群再分布而设计，因此相关义务分配体系难以直接适用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场景。 《公约》第 ６２
条的核心特征在于，该条款赋予沿海国一定裁量空间，由其自主决定是否及在何种范围内开放专属经济区内

的总可捕捞量盈余部分，然而这也是实践中剩余渔业资源共享机制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受此影响，学界对

第 ６２ 条适用于气候驱动型鱼类种群迁移问题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有限。⑥ 尽管如此，公平性问题仍是在应对

气候变化对国际渔业造成影响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议题。 尽管《公约》并未明确提及公平性要求，但其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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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期 郭剑萍：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对国际渔业法的解释、效应及其遗留问题 ３７　　　

规制条款中已然蕴含了资源平等获取与公平分配的价值考量，即便沿海国在此方面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①

基于此，“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对上述公平考量的认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起点，为各国协同应对气候

变化引起的鱼类种群再分布难题、制定各方可接受的应对措施提供参考。
３．兼容性义务（《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
“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简单提及了各国在兼容性原则方面的义务，这一义务并非直接源于《公约》本身，

而是源自其项下的《鱼类种群协定》。 国际海洋法法庭指出，《鱼类种群协定》第 ５ 条与第 ７ 条能够为应对气

候变化与海洋酸化引发的鱼类种群分布变化与栖息范围迁移问题提供规则指引。②

《鱼类种群协定》第 ５ 条确立了数项指导协定落地实施的一般原则，其中包括生态系统方法及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设定。 相比之下，《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的规定则更为具体，其明确指出对于跨界鱼类种群

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就同种资源在公海制定的养护与管理措施必须与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制定的措施

相兼容，反之亦然，此即兼容性义务。③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一要求的重要性势必显著提升。 受气候因素

影响，渔业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急剧速度在各国专属经济区与公海之间迁移并重新分布，极易导致沿海国与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分别制定的养护与管理措施难以兼容，给双方义务

的履行带来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可为兼容性义务提供更广泛全面的适用空间。 虽然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

化咨询意见”中没有直接支持这一解释，但《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中的预防性原则仍可指导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处理气候引发的鱼类种群再分布难题。 基于此，倘若某一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辖范围内的鱼类种群迁

徙至另一组织管辖范围，则两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应当在这类鱼类资源完整分布范围内采取互相兼容的养

护与管理措施，这一处理思路目前已在学界有所探讨。④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发生过类似的治理问题。 原属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管辖的喙吻红鱼种群逐步

迁徙，进入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管辖海域东部。 作为受益方的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缔约方，根据《公约》及
《鱼类种群协定》，有权捕捞这批新迁入的喙吻红鱼，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此前对该鱼

类种群的治理成效。 经过长期谈判磋商，双方均提出，可从《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的兼容性要求中获得指

导，理由在于其中涉及生物种群养护统一性原则，且双方承认业已确立并实施的养护措施具备优先地位。⑤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交由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就双方管辖海域内的喙吻红鱼洄游总范围进行实质管理。⑥

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并未进一步阐明《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在气候影响鱼类种群迁

移场景下的具体适用路径。⑦ 倘若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能够认可《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包括应对鱼类种群再分布难题、促进鱼类种群的合作养护管理工作，则其论述会

具备重要指导价值。

四、结语

尽管渔业资源开发与养护并非“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的核心议题，但国际海洋法法庭针对气候变化背景

下国际渔业法相关义务的解释，已然将气候驱动的鱼类种群再分布问题推向国际渔业治理关注前沿，全面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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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ｍａｒｓ．２０２２．１０４６０１８ ／ ｆｕｌｌ．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ｄｆｉｓｈ （ Ｓｅｂａｓｔｅｓ Ｍｅｎｔｅｌｌａ ）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Ａ Ｓｔｏｃｋ ｉ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Ａ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４ ／ Ｙ４６５２Ｅ ／ ｙ４６５２ｅ０ｆ．ｈｔｍ＃ｂｍ１５．

Ｓｅｅ ＮＡＦＯ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ＦＡ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ｆｉｓｈｅｒｙ ／ ｏｐｅｎａｓｆａ ／ ｃ１１３４ｂｆｄ⁃３ｂ８ａ⁃４２３ｆ⁃８１ｂ０⁃４６１７ｃｃ８ｄｅｄｃ４ ／ ｅｎ．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Ｌａｗ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０： ７３７， ｐ．７３９ （２０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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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国际渔业法与气候变化的跨制度协同和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探讨该咨询意见对各国在不同海洋分区

履行养护与管理义务的法律效应，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的核心影响在于，其明确要求各国在履行《公约》项下的渔业资源养护义务时，必

须结合气候变化的影响来动态调整渔业养护与管理措施，并积极采取适应行动。 具体而言，沿海国依据《公
约》第 ６１ 条在专属经济区内确定可捕捞量并制定养护与管理措施或船旗国依据第 １１９ 条在公海从事捕捞

时，均应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带来的影响，这也为评估多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其管辖范围内应对

气候影响的治理成效提供了有益框架。
然而，“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也存在一定的延伸阐释空间。 在气候驱动鱼类种群再分布的背景下，配额

硬化带来的地缘僵局及多边无序捞捕困境正在加速恶化。 国际海洋法法庭未能系统细化的《公约》下多边

合作义务的具体行为与限度（第 ６３ 条、第 ６４ 条、第 １１８ 条）、最优利用体制下的分配公平性机制（第 ６２ 条）
及《鱼类种群协定》第 ７ 条兼容性义务的跨区域扩张，正是未来国际渔业秩序实现系统性调适的核心增长

点。 唯有进一步厘清并细化上述义务在动态环境下的客观行为准则，方能构筑海洋渔业资源分配正义与生

态环境安全双向融贯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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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Ｏ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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